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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温室气体产排特征及通量监测方法综述

吴　 凡１，２，∗，黎佳佳１，２，哈咸瑞１，２，高　 扬１，２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生态系统网络观测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湖泊温室气体（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研究对了解全球变化和碳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湖泊的空间分布广泛，性质复杂，温室气

体排放具有明显的时空异质性。 总结了全球不同地区 ２７７ 个湖泊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征，对比分析了湖泊温室气体的排放途径、
产生和消耗机制、监测方法及主要影响因子。 结果表明，湖泊 ＣＯ２排放通量范围为－１５．９２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到 ２４５．３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ＣＨ４排放通量范围为 ４．３８×１０－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到 １１．０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海拔、湖泊盐度、面积、深度和营养水平均对湖泊温室气体

的排放有显著影响，其产生过程主要是由微生物驱动的碳转化过程，并通过扩散、冒泡和植物传输三种主要途径排放至大气。
环境因子通过影响微生物碳转化过程的底物、反应温度和反应活性，温室气体排放途径，观测过程等影响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

量。 当前研究的监测体系和方法不同导致排放通量结果的可比性相对较差；温室气体产生、排放和转化的微观机制仍不够深

入。 因此，未来应完善温室气体通量观测方法学体系，加强宏观通量与微生物驱动的微观转化机制探索，结合人工智能模型，开
展系统的湖泊温室气体产排研究。
关键词：温室气体通量；产生机制；排放途径；监测方法；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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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ａｋ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ｆｌｕｘ；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湖泊是碳转化的活跃区，也是二氧化碳（ＣＯ２）和甲烷（ＣＨ４）气体重要的源和汇［１］。 虽然湖泊只占全球面

积的 ３．７％，但其贡献了 １．４０—３．８８ ＰｇＣ ／ ａ 的碳排放量，几乎与全球海洋每年 ＣＯ２的排放量相当［２］。 准确估算

全球湖泊温室排放通量是全球碳循环中的重要环节。 不同类型湖泊的碳转化过程和源汇特征存在巨大的时

空异质性，导致其对温室气体（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量的贡献存在较大差异。 然而，目前的研究还缺乏针对不同

类型湖泊排放特征的细化探究，导致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估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３］。 因此，系统比较不

同类型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就殊为必要。
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运移和排放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各个

环节的物理—化学—生物作用均会影响湖泊温室气体通量的估算［４］。 此外，应用于湖泊温室气体观测的方

法多样，不同方法在原理、适用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也会对温室气体的观测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本文归纳

总结了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消耗机制、排放途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对比分析了温室气体的观测方法及影

响因素，尝试梳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思考和建议，可为本领域研究提供科学

支撑。

１　 不同类型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１．１　 研究方法

通过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和 ＣＮＫＩ 检索平台，以 ＣＯ２、ＣＨ４、ｆｌｕｘ、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ａｋｅ 为关键词搜集已发表的相关论文，

获得了全球 ２７７ 个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所涉及的湖泊包括不同地区、不同海拔的理化性质不同的湖

泊。 其中，ＣＯ２排放通量最高值出现在中国青藏高原的咸水湖色林错湖，为 ２４５．３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最低值出现

在中国青藏高原的淡水湖纳木错湖，为－１５．９２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ＣＨ４排放通量最高值出现在美国的威廉⁃哈沙湖，
为 １１．０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最低值出现在瑞典的伊勒肖恩湖，为 ４．３８×１０－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不同地理位置和理化性

质的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表现出不同特征。 因此，本文根据文献报道中湖泊类型的划分方法，分别从海拔、
湖泊盐度、面积、水深和营养状态的角度对湖泊进行了分类，总结了不同类型湖泊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征。 由于

文献中所列湖泊相关属性数据不完整，在对不同类型湖泊的划分统计时使用的样本数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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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检索得到的湖泊其海拔分布范围从 １ ｍ 到 ４９５９ ｍ。 根据海拔分布情况，将湖泊划分为低海拔

（＜ ５００ ｍ）、中海拔（５００—１０００ ｍ）、高海拔（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ｍ）和超高海拔（＞ ３０００ ｍ）四个梯度，超高海拔湖泊

主要分布在中国的青藏高原。 由于咸水湖和淡水湖的理化性质的巨大差异，本文将咸水湖和淡水湖温室气体

排放通量进行了对比［５］。 湖泊面积范围为 ０．１ ｋｍ２到 ４３２０ ｋｍ２，据此将湖泊面积划分为＜ １ ｋｍ２、１—１０ ｋｍ２、
１０—１００ ｋｍ２、１００—１０００ ｋｍ２和＞ １０００ ｋｍ２五个梯度。 湖泊水体的深度对湖泊系统的理化性质的垂直分布有

重要的影响。 文献检索得到的湖泊深度范围为 ０．４ ｍ 到 ２２３ ｍ，本文将湖泊水深划分为 ０—５ ｍ，５—３０ ｍ 和

＞ ３０ ｍ三个梯度。 湖泊的营养程度也是湖泊的一个重要特征，能够反映湖泊营养元素和初级生产力状态。
通常通过计算营养级指数（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ＴＬＩ）对湖泊的富营养化程度进行划分，ＴＬＩ＜３０ 为贫营养湖泊，
３０＜ＴＬＩ＜５０ 为中营养湖泊，ＴＬＩ＞５０ 为富营养湖泊［６］。
１．２　 不同海拔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超高海拔湖泊的 ＣＯ２通量最大，达到（４４．８７±１１．７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图 １），显著高于高海拔（（０．２９±０．０９）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和中海拔（（０．４９±０．１６）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湖泊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Ｐ＜０．０５）。 通量最高值（２４５．３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出现在色林错湖（海拔 ４５４５ ｍ），最低值为纳木错湖（海拔 ４７２９ ｍ）。 超高海拔湖泊之间的 ＣＯ２

通量差别非常大，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排放特征。
湖泊 ＣＨ４通量与海拔梯度的关系呈现出与 ＣＯ２通量相反的趋势。 低海拔湖泊 ＣＨ４通量（（２．０２±０．４６）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显著高于中、高海拔湖泊 ＣＨ４通量（（０．３６±０．１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０．０８±０．０７）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Ｐ＜
０．０５）。 ＣＨ４通量最高值（１１．０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出现在海拔为 ２２９ ｍ 美国的威廉⁃哈沙湖，通量最低原湖泊为海

拔２００９ ｍ的抚仙湖（７．５０×１０－４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图 １　 不同海拔的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ｉｇ．１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１．３　 咸水淡水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如图 ２ 所示，咸水湖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７４．４１±１８．０７）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显著高于淡水湖（（２．３１±０．４８）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Ｐ＜０．０５），两者相差约 ３０ 倍。 咸水湖 ＣＯ２排放通量最高值（２４５．３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出现在色林错湖，
淡水湖 ＣＯ２排放通量最高值（７６．３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出现在玛旁雍错湖。 此外，咸水湖 ＣＨ４排放通量为（０．３２±
０．１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淡水湖 ＣＨ４排放通量为 １．０３±０．２５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咸水湖的通量数

据普遍较低，淡水湖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波动较大，这与文献报道中的结果一致［７—８］。
盐度是影响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较高的盐度能够促进湖泊 ＣＯ２向大气的扩散［９］。 由于咸水湖

积累了大量的营养盐和有机质，为温室气体产生提供碳源，促进其产生［１０］。 然而盐度增加和盐湖较高的 ｐＨ
又会抑制产甲烷菌的活性，减少 ＣＨ４的产生。 这可能是导致咸水湖与淡水湖 ＣＨ４排放通量没有显著差异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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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１１—１２］。

图 ２　 咸水湖与淡水湖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ｌａｋｅｓ

１．４　 不同面积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面积由小到大的湖泊 ＣＯ２排放通量分别为：（７．８４±１．８６）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８．５１±２．７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５．５２±

１．６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７．６７±２．８）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６．５７±０．４２）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ＣＯ２排放通量在不同面积的湖泊中

没有显著差异（图 ３）。 ＣＯ２排放通量最大（８３．１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的湖泊是位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扎日南木错湖

（面积为 ９９０．０ ｋｍ２）。 面积＜ １ ｋｍ２的湖泊 ＣＨ４通量最大，为 ６．０５±３．６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显著高于面积为 １—１０
ｋｍ２和 １０—１００ ｋｍ２的湖泊 ＣＨ４通量（Ｐ＜０．０５），面积为 １０—１００ ｋｍ２的湖泊 ＣＨ４通量最小（（０．７４±０．４６）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ＣＨ４通量最低值出现在面积为 １６．５ ｋｍ２瑞典的伊勒肖恩湖，为 ４．３８×１０－４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研究表明，湖泊面积大小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重要因素，小面积湖泊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高于较

大面积的湖泊通量［１３］。 由于小面积湖泊水体较浅，接收了较多的陆源碳，往往具有较高的有机碳含量，能为

湖泊中微生物呼吸提供充足的基质，导致 ＣＯ２浓度增加，同时沉积物中微生物活性增加，产生更多的 ＣＨ４
［１４］。

随着湖泊面积的增加，与湖泊面积相关的物理因素的作用逐渐凸显，面积较大的湖泊中水体稳定性和湍流混

合对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的影响大于有机碳的含量［１３］。

图 ３　 不同面积的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ｉｇ．３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ｅａ

１．５　 不同水深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如图 ４ 所示，水深＞ ３０ ｍ 的湖泊 ＣＯ２排放量为（４８．３５±２１．６６）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显著高于水深 ０—３０ ｍ 的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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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而水深为 ０—５ ｍ 与 ５—３０ ｍ 的湖泊 ＣＯ２排放通量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位于中国青藏高原的当惹雍

措湖 ＣＯ２排放通量最大，为 １７５．２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其湖泊深度为 ２２３ ｍ。 ＣＨ４排放通量则呈现相反的趋势，水深

０—５ ｍ 的浅水湖泊 ＣＨ４排放通量最大，为 １．６８±０．６８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显著高于水深＞ ３０ ｍ 湖泊 ＣＨ４排放通量

（（０．０５±０．０２）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Ｐ＜０．０５）。 ＣＨ４排放通量最大值出现在水深为 １．７ ｍ 的星星湖，为 ５．２０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最小值出现在水深 ８９．６ ｍ 的抚仙湖（７．５０×１０－４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随着水深增加，湖泊 ＣＯ２排放通量逐渐增加，而 ＣＨ４排放通量随着湖泊水深增加而减小。 水深是影响温

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其与 ＣＯ２排放通量呈正相关关系，与 ＣＨ４通量负相关［１５—１６］。 浅水湖泊

ＣＨ４在水体中的传输路径短，停留时间短，降低了 ＣＨ４被氧化的可能性，有利于 ＣＨ４向大气释放［１７］。

图 ４　 不同水深的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ｉｇ．４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

１．６　 不同营养状态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富营养化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均显著高于中、贫营养湖泊通量，中营养和贫营养湖泊温室气体排放

通量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富营养化湖泊中 ＣＯ２通量为 ２．００±０．５１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是中营养和贫营养湖泊

中 ＣＯ２通量的 ４．１９ 和 ２２．２４ 倍（图 ５）。 富营养化湖泊中 ＣＨ４通量为 ０．３３±０．０９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是中营养和贫营

养湖泊中 ＣＨ４通量的 ９．７２ 和 １２．１０ 倍。 其中太湖（富营养化）的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最大，分别为 ７．２２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和 ０．９３ ｍｍｏｌ ｍ－２ ｄ－１。
Ｚｈｏｕ 等人（２０２０）研究发现，随着湖泊富营养化程度的增加，ＣＨ４通量呈指数级递增［１８］。 富营养化程度直

接影响湖泊生物呼吸和光合作用［１９］，从而影响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过程。 作为典型富营养化湖泊的太湖，
蓝藻水华是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 蓝藻聚集、分解导致聚集区水体溶解氧降低、营养盐和有机质含

量增加，促进水体和沉积物中碳转化功能微生物的生长。 另外，蓝藻残体被微生物分解也会产生温室气

体［２０］。 Ｎｉ 等发现湖泊富营养化程度与二氧化碳分压（ｐＣＯ２）密切相关，能够解释 ｐＣＯ２的动态和来源［２１］。

图 ５　 不同富营养化等级的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Ｆｉｇ．５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ｌｕｘ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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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结果表明，海拔、湖泊盐度、面积、深度和营养水平均对湖泊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显著影响。 而这些

因素与湖泊的形成方式（构造运动、气候变化、地貌演化等）、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湿润区、干旱区等）等密切

相关，往往同时发挥作用，产生复杂的叠加效应。 而这种叠加效应又往往通过影响湖泊的水温、透光度、溶解

氧、ｐＨ、营养盐等理化性质等，影响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消耗和排放过程，进而影响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因此，本文在第 ４ 节详细讨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

２　 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途径及微生物机制

２．１　 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途径

２．１．１　 扩散传输

扩散传输是温室气体从高浓度向低浓度的分子运动。 扩散通量主要由气体溶解系数、气体传质系数和气

体在水体与大气之间的浓度差决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Ｆ＝α ｋｇ，ＴΔＰ （１）

式中，Ｆ 为气体扩散通量，α 为气体溶解系数，ｋｇ，Ｔ为气体传质系数，ΔＰ 为气体在与大气之间的浓度差。 扩散

传输方式在湖泊温室气体排放中占据主导地位。 已有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扩散传输所运移的温室气体能够

贡献湖泊生态系统约 ６０％—９０％的温室气体排放［２， ２２］。
２．１．２　 冒泡排放

冒泡排放是 ＣＨ４由沉积物—水体界面排放至大气的重要途径，ＣＯ２的溶解度和液相阻力较大，导致其通

过冒泡排放的通量仅为 １—５％［２３］。 冒泡排放通常发生在沉积物中有机物含量丰富的水体中。 冒泡途径发生

的条件为：
（１）沉积物具有较高的产甲烷速率；
（２）水柱中 ＣＨ４的浓度达到一定水平；
（３）水体压力超过沉积物溶液表面张力。
沉积物中 ＣＨ４产生速率直接影响气泡的形成和数量［２４］。 ＣＨ４生成和排放的过程中，当沉积物产甲烷速率

超过临界值，沉积物液相中 ＣＨ４达到饱和，溶解的 ＣＨ４气体分子会形成气泡［２５—２６］。 与扩散传输相比，气泡形

式的 ＣＨ４在水体中的上升速度更快，被氧化的概率降低，导致更高比例的 ＣＨ４进入大气中［２７］，对总通量的贡

献有时可达 ５６％［２８］。 研究表明，营养丰富、严格厌氧的浅水湖泊中，冒泡途径是甲烷排放的主要途径［２９］。
２．１．３　 植物传输

在植物生长茂盛的水域，植物传输是沉积物产生 ＣＨ４传输至大气的重要途径［３０］。 有研究表明，在生长旺

盛季，通过植物传输的 ＣＨ４排放通量占总排放通量的 ９０％［３１］。 沉积物产生的 ＣＨ４可通过植物向根部输送氧

气的通气组织向大气直接输送［３２］。 传输过程和输送量由于植物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３３］。 挺水植物可以

直接将沉积物中产生的 ＣＨ４输送到大气中，沉水植物则只能将 ＣＨ４输送到水体中，再扩散至大气中，这一过程

会增加 ＣＨ４在传输过程中被氧化的概率［３４］。
２．２　 湖泊温室气体排放的微生物机制

通常，有氧条件下有机碳被微生物降解为 ＣＯ２，厌氧条件下被矿化和降解为 ＣＨ４
［３５］。 湖泊温室气体来

源、转化过程及其机制的复杂性和不均一性决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具有强烈的时空异质性。
湖泊中的 ＣＯ２主要来自湖泊内部生物的异养呼吸、有机质的分解和矿化（包括微生物过程和物理化学分

解过程）以及随地表径流进入湖泊的陆源 ＣＯ２（图 ６）。 微生物通过酶促反应参与有机质的分解和矿化，将复

杂的有机质（有机质大分子）转化为简单的有机质（有机质小分子），最终产生 ＣＯ２
［３６］，这一过程与有机质浓

度密切相关。 例如，湖泊底泥有机质含量较高，碳储量大，微生物种类较为丰富，因而容易发生强烈的矿化作

用，促进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转化过程。 此外，在营养元素含量高的湖泊中通常也存在着强烈的 ＣＯ２释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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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与底物浓度增加从而促进微生物活性有关。 同时，ＣＨ４氧化过程也会产生 ＣＯ２。

图 ６　 湖泊水体温室气体产排过程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Ｍａｐ ｏｆ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ｋ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Ｈ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甲烷产生过程（１）乙酸型；（２）氢型；（３）甲基型；（４）甲氧基型；（５）烷基型。 其中虚线表示新发现的潜在产甲烷途径

湖泊水体 ＣＨ４的产生主要是由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调控的。 传统研究认为，产甲烷过程包括湖泊厌氧

沉积物和深水湖泊氧跃层以下的微有氧水体中由产甲烷古菌主导的甲基型、乙酸型和氢型产甲烷过程［３７—３８］。
近年来，还发现了可直接氧化长链烷烃和甲氧基转化产生甲烷的新型产甲烷过程［３９—４０］，突破了产甲烷古菌只

能利用简单化合物生长的传统认知。 越来越多的学者还发现湖泊好氧环境中也存在产甲烷过程，含氧水体中

ＣＨ４过饱和现象被称为“甲烷悖论” ［４１］。 有氧条件下甲烷的产生机制主要有两种：
（１）产甲烷菌通过改变相关基因合成抗氧化途径或依附初级生产者光合作用所提供的“厌氧微环境”和

底物来产生 ＣＨ４
［４２—４３］；

（２）非产甲烷的其他微生物（如：蓝细菌（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α、γ⁃变形菌纲（α、γ⁃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红螺菌目

（Ｒｈｏ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ａｌｅｓ））在好氧条件下，通过利用有机膦酸盐中的甲基膦酸产生 ＣＨ４
［４４—４５］。 有机膦酸盐的结构特

征是与磷酸基团相连的碳由 Ｃ－Ｐ 键直接连接，结构最简单的甲基膦酸的 Ｃ－Ｐ 键裂解后的直接产物就

是 ＣＨ４
［４６—４７］。

湖泊水体中 ＣＨ４的氧化主要依靠好氧甲烷氧化菌进行。 研究表明，在沉积物中厌氧产生的 ＣＨ４大部分在

含氧沉积物—水体界面和水柱中被氧化［４８］。 好氧甲烷氧化是一个需氧的过程，受到水体溶解氧含量的限

制［４９］。 但是过高的溶解氧又会影响好氧甲烷氧化菌的生长和活性，抑制好氧甲烷氧化过程［５０］。 好氧甲烷氧

化微生物通过甲烷单加氧酶（ｍｅｔｈａｎｅ ｍｏｎ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ＭＭＯ，由 ｐｍｏＡ 基因编码）将 ＣＨ４氧化为甲醇，最终产生

ＣＯ２
［４８］。 由于细胞结构和反应途径的差异，好养甲烷氧化菌被分为 Ｔｙｐｅ Ｉ 型和 Ｔｙｐｅ ＩＩ 型，并进一步根据好养

甲烷氧化菌的分类学特征，将 Ｔｙｐｅ Ｉ 型和 Ｔｙｐｅ ＩＩ 型分别划归到 γ⁃变形菌纲（Ｇａｍｍ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α⁃变形

菌纲（Ａｌｐｈａ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后续研究又报道了属于疣微菌门（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的 Ｔｙｐｅ ＩＩＩ 型好养甲烷氧

化菌［５１—５２］。
甲烷氧化还可以在厌氧条件下进行。 厌氧甲烷氧化微生物以 ＣＨ４作为唯一电子供体，以硝酸（亚硝酸）

盐、硫酸盐和金属氧化物等作为电子受体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反应结果将 ＣＨ４氧化为 ＣＯ２，同时将作为电子

７　 ６ 期 　 　 　 吴凡　 等：湖泊温室气体产排特征及通量监测方法综述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受体的物质还原［５３—５５］。 后又逐渐发现生物炭、磺酸盐（ＡＱＤＳ）、硒酸盐、氯酸盐电极等作为电子受体的厌氧

甲烷氧化过程［５６—６０］。 厌氧甲烷氧化微生物包括早期发现的隶属广古菌门的厌氧甲烷古菌 （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ｍｅｔｈａｎ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ｒｃｈａｅａ， ＡＮＭＥ），以及后期研究发现的 ＮＣ１０ 门细菌和隶属广古菌门的一个厌氧甲烷氧化菌

的新分支（ＡＮＭＥ⁃２ｄ） ［６１］。 以硝酸盐为电子受体的催化过程是通过反向产甲烷途径实现的，以亚硝酸盐为电

子受体的催化过程是通过内产氧途径实现的，并将亚硝酸盐还原为氮气［６１—６２］。 以硫酸盐为电子受体的催化

甲烷氧化的途径包括反向产甲烷途径、乙酰生成途径和甲基生成途径［６３—６４］。
如前所述，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 各类研究最终所观测的排放通量结果往往

是湖泊物理化学性质、所处地理环境以及微生物过程交互作用的综合反映。 尽管有诸多研究开展了湖泊水

体、沉积物以及各种界面过程中微生物介导的温室气体产生和转化研究，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其中的微生

物作用机理。 但是，由于环境因子组成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温室气体的排放机制对湖泊系统温室

气体通量的贡献仍然有诸多不清楚的地方，厘清不同碳转化途径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３　 湖泊温室气体监测方法

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测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类，箱法、边界层模型法及微气象法。 受气象、水文、下
垫面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不同方法的监测结果可能会存在明显偏差（表 １）。

表 １　 湖泊生态系统温室气体通量主要监测方法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ＧＨＧ ｆｌｕｘ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方法
Ｍｅｔｈｏｄｓ

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优点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缺点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监测气体
Ｇａｓ

排放途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箱法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ｍｂｅｒ

密闭静态箱法 通过收集测定置于水面的密闭
箱体内的温室气体浓度，根据气
体浓度随时间的变化率计算气
体排放通量

原理简单，操作方
便，成本较低，方
便携带

箱体不统一；只能获得观测时
间内的点位数据；受环境因素
影响大，人为导致误差大；人
工成本高，无法长期大范围连
续监测

ＣＯ２、ＣＨ４ 扩散、植物传输

开 放 式 动 态
箱法

利用水泵将气体通过尼龙管以
恒定流速泵入箱体腔室内，利用
光声痕量气体分析仪测定温室
气体浓度

连续监测、能够捕
获短时间内通量
变化

受环境影响大，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ＣＨ４ 扩散、冒泡

边界层模型法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基于水⁃气界面气体扩散过程的
半经验模型方法，通过测量水体
溶存气体浓度与大气中气体浓
度差，结合气体交换系数计算
水—气界面气体扩散通量。

应用范围广、连续
监测

受环境影响大，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

ＣＯ２、ＣＨ４ 扩散传输

微气象学方法
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涡度相关法 通过测量和计算 ＣＯ２、Ｈ２Ｏ 等物

理量的脉动（痕量气体脉动）与
垂直风速的脉动（三维风脉动）
的协方差求得湍流通量。 根据
气体分析仪是否开放分为开路
和闭路系统

快速响应、长期连
续监测

成本高、技术复杂、需要定期
维护、对环境要求高

ＣＯ２、ＣＨ４ 扩散、冒泡、植物
传输

倒置漏斗法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ｕｎｎ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

将倒置漏斗装置放于水体表面
以下，利用气体采集器从漏斗顶
端径口处收集气泡，分析气体
浓度

观 测 气 泡 排 放
通量

无法实现区域连续监测 ＣＨ４ 冒泡传输

超声探测技术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通过探测器识别水体中气泡发
出的声波反馈，根据其反射和传
播的差异来判断是否有气泡存
在，计算气泡含量

测量精度高、连续
性好

技术要求高；水深小于 ２ ｍ 的
较浅区域不适用

ＣＨ４ 冒泡传输

３．１　 箱法

顾名思义，箱法是指通过收集测定置于水面的密闭箱体内的温室气体浓度，根据气体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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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计算气体排放通量［６５—６６］。 传统静态箱法是现场收集气体后带回实验室利用气相色谱法分析获得气体浓

度。 静态箱的箱体包括密闭式和开放式，其中密闭式箱法为最常用的方法，其气体排放通量的计算公式为：

Ｆ＝
ＳＰＦ０Ｖ

Ｒ ２７３．１５＋Ｔ( ) Ａ
（２）

式中，Ｆ 为待测气体通量（μ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Ｓ 为箱内不同时间气体浓度回归所得曲线斜率（ｓ－１），Ｐ 为实际环境

大气压（Ｐａ），Ｆ０ 为时间转换系数（８６４００），Ｖ 为箱体体积（ｍ３），Ｒ 为气体常数（８．３１４４７２ Ｐａ ｍ３ ｍｏｌ－１ Ｋ－１），Ｔ
为箱体内温度（℃）；Ａ 为箱体覆水面积 ／底面积（ｍ２）。

箱法监测湖泊水—气界面温室气体通量原理简单，操作方便，成本较低，方便携带的优点，使其成为最广

泛使用的监测方法之一。 然而该方法只能获得对应的点位数据，不适宜开展大区域观测。 观测结果也只能反

映观测时期内的排放水平，无法反映年排放水平。 且由于人工成本过高，难以实现长期监测。
开放式动态箱可以用来监测甲烷的冒泡排放通量，主要优点是连续监测并且能够捕获短时间内通量的动

态变化［６７］。 利用水泵将气体通过尼龙管以恒定流速泵入箱体腔室内，利用光声痕量气体分析仪测定温室气

体浓度。 通量计算公式为：

Ｆ＝
ｆ（Ｃｏ－Ｃ ｉ）

Ａ
（３）

式中，Ｆ 为冒泡甲烷通量，ｆ 为气体流速，Ｃｏ和 Ｃ ｉ分别为管出口和入口处的气体浓度，Ａ 为水面交换面积。
除此之外，倒置漏斗法和超声探测技术也可以用来监测甲烷的冒泡排放通量。 将倒置漏斗装置放于水体

表面以下，利用气体采集器从漏斗顶端径口处收集气泡，分析气体浓度［６８］。 气泡排放气体通量计算公式为：

Ｆ＝ＣＶ
ＡＴ

（４）

式中，Ｆ 为冒泡甲烷通量，Ｃ 为气体浓度，Ｖ 为倒置漏斗内收集到的气体体积，Ｔ 为观测时长，Ａ 为漏斗口径

面积。
超声探测技术主要通过探测器识别水体中气泡发出的声波反馈，根据其反射和传播的差异来判断是否有

气泡存在。 当气泡存在时，由于声波阻抗的大幅度变化，超声波会被反射回去，而不会到达接收端，这样传感

器就能检测出气泡的存在［６９］。 湖泊较浅区域仍需要倒置漏斗法补充。
３．２　 边界层模型法

边界层模型法（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通常是通过测量水体溶存气体浓度与大气中气体浓度差，结合气

体交换系数计算水—气界面气体扩散通量［７０］：
Ｆ＝ ｃｋ（Ｃｗ－Ｃａ） （５）

式中，Ｆ 为温室气体扩散通量（ｍｏｌ ｍ－２ ｄ－１），ｃ 为纲量转换系数，ｋ 为水气界面气体交换速率（ｍ ／ ｓ），Ｃｗ为表层

水体溶解气体浓度（ｍｏｌ ／ ｍ３），Ｃａ为表层水体与大气达到平衡时的水体中的气体浓度（ｍｏｌ ／ ｍ３），可根据待测气

体在大气中的分压和亨利常数计算获得。 其中水—气界面气体浓度主要由顶空平衡法和水化学平衡法计算

获得，气体交换系数主要通过风速模型法计算获得。
３．３　 微气象学法

微气象学法由于其原位连续监测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陆地、湿地、湖泊生态系统［７１—７３］。 微气象学法通

过监测近地面大气湍流运动特征，包括温度、湿度、风速等，以及待测气体的浓度变化来计算近地面气体排放

通量。 微气象学法主要包括示踪剂法［７４］、质量平衡法（Ｍａｓｓ⁃ｂｕｄｇ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ＭＢ） ［７５］、能量平衡法、涡度相

关法（Ｅｄｄｙ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ＥＣ） ［７６—７８］和通量梯度法（Ｆｌｕｘ⁃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Ｇ） ［７５］等。
涡度相关法也称为涡度协方差法［７９］，通过测量和计算 ＣＯ２、Ｈ２Ｏ 等物理量的脉动（痕量气体脉动）与垂直

风速的脉动（三维风脉动）的协方差求得湍流通量［８０］，是目前最常用的微气象学法［８１］。 涡度系统由三维超声

风速仪、红外气体分析仪和数据采集器组成，根据气体分析仪是否开放分为开路和闭路系统［８２］。 开路系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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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沙尘、雾霾等环境影响较大，且需要进行密度效应校正。 闭路系统气体管路衰减温度脉冲，不受外界环

境变化的影响。 基于物质和能量守恒方程，涡度相关仪器应该安装在常通量层内（通量随高度不发生变化的

近地面层），使得大气和下垫面基本满足稳态和均质的状态［８３—８４］。 然而，在自然环境中，难以完全满足涡度

协方差理的理论要求（下垫面均质、平均垂直风速为 ０、大气稳态性等），因此需要对观测数据进行质量控制，
校正现实与理想环境间差异导致的不确定性［８５］。

４　 湖泊温室气体通量估算准确性影响因子分析

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的多样性、产生机制的复杂性和监测方法的不统一为通量估算带来了困难。 综合

评估影响温室气体产生、排放过程和温室气体不同通量观测方法的影响因子有助于理解温室气体排放的不确

定性，提高通量估算的准确性。 化学因素、物理因素和生物因素均会影响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排放和监测过

程［８６］。 这些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碳转化微生物、碳转化的环境条件、温室气体产生碳源、温室气体排放渠道、扩
散条件、仪器设备、监测环境条件等调控温室气体的产生、消耗、扩散和和排放通量（表 ２）。

表 ２　 影响湖泊温室气体的产生、排放和监测过程的因素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ＣＯ２ ａｎｄ ＣＨ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影响因子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

因子类型
Ｔｙｐｅ

影响过程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影响途径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溶解性有机碳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化学因子 产生、消耗 （１）、（３）

营养盐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化学因子 产生、消耗 （１）、（３）

水温 Ｗａｔｅｒ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物理因子 产生、消耗、扩散 （１）、（２）

溶解氧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ｏｘｙｇｅｎ 物理因子 产生、消耗、扩散 （１）、（２）

风速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物理因子 产生、消耗、扩散、监测 （２）、（５）、（７）

流速 Ｆｌｏｗ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物理因子 产生、消耗、扩散、监测 （２）、（５）、（７）

植物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生物因子 产生、消耗、扩散 （１）、（２）、（４）

箱体结构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物理因子 箱法监测 （６）

气体收集方法 Ｇａｓ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物理因子 箱法监测 （７）

水气界面浓度 Ａｉｒ⁃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ｇａ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物理因子 边界层模型法 （７）

气体交换速率 Ｇａ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物理因子 边界层模型法 （７）

仪器类型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ｙｐｅ 物理因子 涡度相关法监测 （６）

观测场环境条件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物理因子 涡度相关法监测 （７）

　 　 影响途径：（１）碳转化微生物生长和活性；（２）碳转化的环境条件；（３）ＣＯ２和 ＣＨ４产生碳源；（４）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渠道；（５）扩散条件；（６）仪

器设备；（７）监测环境条件

４．１　 温室气体产生、排放过程的影响因子分析

温室气体的产生和排放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微生物介导的催化化学反应。 因此，影响该反应过程的因素主

要包括底物浓度、反应温度以及影响“催化剂”活性的环境因子等。
（１）底物浓度。 温室气体产生依赖不同途径的碳源，包括陆源有机碳输入、植物光合作用固碳以及生物

有机体分解等。 这些碳源或者通过沉积作用赋存于底泥，或者溶解于水体形成溶解性有机碳，或者悬浮于水

体形成颗粒态有机碳，但均可被微生物利用产生温室气体。 一般而言，底物浓度的增加有利于温室气体的产

生及转化，例如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产生、ＣＨ４氧化等。 湖泊中的溶解性有机碳（ＤＯＣ）是微生物维持生长的可利用

底物，同时也是 ＣＯ２和 ＣＨ４的产生的直接碳源。 研究表明，水体 ＣＯ２和 ＣＨ４排放通量与 ＤＯＣ 含量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８７—８８］。 湖泊有机质的类型会直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有色溶解有机物（ＣＤＯＭ）是 ＤＯＭ 的一部

分，主要由陆源输入，ＣＤＯＭ 含量高的湖泊往往能够排放更多的 ＣＯ２。 然而 ＣＤＯＭ 会影响湖泊初级生产者接

受光照，从而导致产甲烷的碳源和微生物可利用底物减少［８９］。
（２）湖泊温度。 一方面，微生物介导的催化反应需要适宜的温度以充分提高化学反应速率，发挥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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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催化作用，例如温度升高增加呼吸作用，提高温室气体产生量，而产甲烷菌和甲烷氧化菌的活性也与温

度密切相关。 当水温过低时会影响氢营养型产甲烷菌的活性，限制 ＣＨ４产生［９０］。 湖泊水温升高会激发微生

物活性，促进有机质分解，促进水体中温室气体向大气释放［９１］；另一方面，微生物的生长也需要适宜的温度。
当作为催化剂的微生物种群达到适宜的数量后，才能更好地发挥催化剂的作用［９２］。 一般而言，随着温度升

高，产甲烷菌的丰度和多样性增加，产甲烷速率随之增加［９３］。
（３）影响微生物催化活性的其他因子，包括光照、溶解氧（ＤＯ）、营养盐浓度等。 最明显的例子，光照决定

着湖泊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ＤＯ 不仅在浓度上决定着各个界面过程的好氧和厌氧状态，还可以通过空

间分布的不均一性决定微区的厌氧或好氧特征；一般而言，有氧状态下有机物产生温室气体，而在缺氧状态

下，有机物主要产生 ＣＨ４。 沉积物中产甲烷菌产生的部分 ＣＨ４在水体扩散的过程中，被氧气临界面的甲烷氧

化菌消耗，导致扩散到大气中的 ＣＨ４减少。 研究发现微生物细胞内酶对 ＤＯ 的响应不同。 在氧气含量充足的

情况下，产甲烷古菌胞内辅酶活性下降，导致产甲烷过程受到抑制［９０］。 而营养盐本身不仅是某些反应的直接

参与者，同时其浓度的变化、形态的转化也能够影响到湖泊水体的物理化学性质，从而进一步影响温室气体的

产生和转化。 营养盐不但能够为产甲烷菌提供底物，其分解过程还会消耗水中 ＤＯ 含量，导致厌氧环境，调控

湖泊 ＣＨ４产生和消耗过程。 水体营养盐含量是影响水生植物代谢和维持初级生产力的关键因子。 营养盐含

量增加，促进水生植物代谢吸收营养盐，调节水体 ｐＨ，增加生物呼吸作用，促进 ＣＯ２在水—气界面进行交换。
前已述及，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涉及扩散、冒泡和植物传输 ３ 种途径。 因此，与这 ３ 种途径密切相关的物

理、化学、生物因子均会对排放过程产生影响。 例如，温度影响温室气体在水体中的溶解度，影响其在水体中

的运移过程；当水温升高，气体在水中的溶解降低，更多的气体扩散至大气中。 另外，水温能够影响浮游植物

的呼吸和光合作用，进而影响水体中溶解性 ＣＯ２的含量［９４］。 而风速则可以通过影响湖泊水⁃气界面的大气环

流进一步影响不同界面的物质交换，进而影响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较大的风速可能会导致沉积物再悬

浮，沉积物中的碳酸盐溶解于水中，水体中 ＣＯ２含量增加。 风速增大，水—气界面的扩散阻力减小，湍流交换

加强，促进水中 ＣＯ２扩散到大气中［９５］。 风速的扰动能够促进沉积物中 ＣＨ４进入水体，同时增加水中 ＤＯ 含量，
促进甲烷氧化作用［９６］。 另外，湖泊水流速度能够通过影响藻类生长及水体透光性影响温室气体排放

通量［９７］。
植物根部和通气组织能够作为沉积物产生的 ＣＨ４输送到大气的传输通道。 植物不仅能够通过光合固碳

和截留富集作用为温室气体的产生提供碳源，其自身还能产生和吸收 ＣＨ４气体［９８—９９］。 另外，植物还能通过碳

周转，分泌根系分泌物，为微生物提供生长必须的底物。 藻类大量繁殖增加了水体中不稳定性 ＤＯＣ 的含量，
为异养微生物生长提供能量，不稳定性 ＤＯＣ 降解又能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１００］，同时还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
加快了水体溶解氧的消耗，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９９］。

上述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特别是温度、光照、溶解氧等湖泊物理性质又受到海拔、气候、气象等

诸多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因此极为复杂，给温室气体产生、转化及排放的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亟待开展系

统性深入探索。
４．２　 温室气体监测的影响因子分析

箱法测量温室气体通量的研究中，箱体的形状、结构、放置方式、采集时间和水面稳定性等均会影响最终

的气体通量观测结果。 目前常用的箱体多为圆柱形和方形。 圆柱形箱体在流动水面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

降低箱体对水面流体运动的影响，从而减少对观测气体测量的扰动［１０１］。 测量时箱体放置方式的不同导致箱

体下端延伸到水下的高度不同，影响箱体的气密性和水流流速，进而影响监测气体的通量。 采样时样品的采

集时间、抽气频率、抽气次数和抽气量均会影响箱体内气体浓度的变化，从而影响气体通量观测结果。 水面稳

定性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在低湍流区，箱体运动会显著增加采样区域内的表层水运动，会导致气体观测通量

被高估 ２—１０ 倍；在高湍流区，箱体运动带来的额外湍流影响不显著［１０２］。
水气界面浓度和气体交换速率是边界层模型法公式中的两个核心参数。 其中，水—气界面浓度通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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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空平衡法分析，顶空气体的选择、水汽体积比、震荡强度、震荡时长及平衡时间等均会导致气体监测结果的

偏差。 水化学平衡法也可以用来计算 ＣＯ２的浓度，但是该方法仅适用于水体 ｐＨ 大于 ６ 的水体，并假设水体中

９９％的碱度来自于碳酸盐碱度。 因此，水体 ｐＨ 值及非碳酸盐碱度是影响水化学平衡法计算 ｐＣＯ２的主要因

素［１０３］。 而水—气界面气体传输系数主要通过风速模型法计算，受水面湍流的影响，风速的确定是使用风速

模型进行气体交换速率估算的重要误差来源。 采用平均风速造成的误差会小于采用瞬时风速的估算；且风速

模型在低风速（＜ ３ ｍ ／ ｓ）和高风速（＞ １０ ｍ ／ ｓ）时均会产生较大误差［１０４］。 此外，风场、降雨、潮汐、热迁移、植
被等也会影响水—气界面气体传输系数的估算［１０５］。

影响涡度相关法观测温室其他通量的主要因素包括仪器系统、气象条件和下垫面地形条件。 开路式分析

仪和闭路式分析仪本身的差异会导致观测结果的差异［１０６］。 此外，仪器的反应速度、测量精度等也会影响涡

度相关系统观测通量的准确性。 大气稳定度和复杂的气象条件变化会直接影响涡度相关系统的观测值。 现

实情况的下垫面很难达到均质的要求，需要通过其他实验手段进一步估算不同下垫面类型的贡献。

５　 结论与展望

湖泊在全球广泛分布，其高度的空间异质性决定了不同类型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特征有明显差异。 超高

海拔地区 ＣＯ２排放通量显著高于中高海拔地区，低海拔地区 ＣＨ４排放通量显著高于中高海拔地区；咸水湖的

ＣＯ２排放通量显著高于淡水湖，小面积（面积＜ １ ｋｍ２）湖泊对 ＣＨ４的排放通量贡献最大，显著高于面积为 １—

１００ ｋｍ２的湖泊；水深越大，湖泊 ＣＯ２排放通量越大，ＣＨ４排放通量则越小；富营养化湖泊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

显著高于中营养和贫营养湖泊。 湖泊温室气体主要是由微生物驱动的碳转化过程产生的，并通过扩散、冒泡

和植物扩散三种主要途径排放至大气中。 目前监测湖泊温室气体通量的方法主要有箱法、边界层模型法和微

气象法。 影响温室气体产生、传输和监测的因子均会影响湖泊温室气体的排放通量估算准确性。
湖泊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及相关机制的研究是一个系统工作。 如前所述，涉及到的影响因素较多，且

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已有研究还存在较多的不足。 一方面，由于监测体系和方法的不一致，研究结

果之间的可比性相对较差；另一方面，对温室气体产生、排放和转化的微观机制也还有诸多不明确的地方，尤
其是对界面过程碳转化的微生物驱动机制还缺少深入分析。 针对湖泊温室气体研究中存在的较多不确定性

问题，应重点开展以下研究：
（１）加强温室气体排放通量监测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完善观测方法学体系。 一方面明确不同监

测方法之间的误差来源，增强研究结果之间的可比性，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的合作研究，实现多手段联合

监测。
（２）加强湖泊生态系统界面过程的碳转化研究，特别是微生物驱动的转化过程研究。 利用组学技术和稳

定同位素方法，定量探索湖泊水—气界面、好氧—厌氧水柱界面、水体—沉积物界面和水陆交互界面微生物碳

降解、碳固定、产甲烷、甲烷氧化过程，尤其是好氧产甲烷和厌氧甲烷氧化过程机制。
（３）加强湖泊温室气体排放通量、关键微生物指标以及环境因子之间的数据统计模型和算法研究。 将宏

观通量监测与微观机制研究相结合，充分挖掘已有报道中的数据信息，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基于人工智能

的分析模型，结合大尺度遥感监测技术，逐步建立基于湖泊物理和化学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通量预测参数化

方案。
（４）加强湖泊研究的系统性。 诸多物理、化学要素与生物因子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使得无

论是温室气体的观测、还是形成机制等研究都面临较多困难，开展单一的因子观测研究很难满足湖泊系统科

学的需求，也难以解决不确定性所涉及的诸多科学问题。 加强系统研究和合作研究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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